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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逃避战乱的人口跨境流移形成难民，这是个区域性问题。难民的安置和融入使当

地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甚至对历史演进也造成影响。本文即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东北亚地域历

史，重点讨论了以下事例：“难民”对朝鲜半岛古代历史的影响；日本列岛古代所受难民影响；回

鹘汗国崩溃与契丹勃兴的关系。从本文的视角来看，东北亚地域的文明文化共性是经由长久

历史形成的，值得本地域各族各国倍加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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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近两年来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大现象就是西亚中东的战乱及其造成的难民问题。难民

问题说白了就是逃避战乱的人口跨境流移和由此而来的种族文化关系问题。从这个视角出发，我发现

其实东北亚地域古代史也曾经受到难民问题影响，或者说由难民问题造成了变化。我认为，现在从这样

一个角度来考察本地域的历史问题，不仅有助于缕清当下的困惑，为未来的解决提供启迪，也是使学术

研究得到深入拓展的机会。本文就算是这样一次学术尝试，臆说谬见在所难免，还请方家不吝赐正。

一、“难民”对朝鲜半岛古代历史的影响

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地理毗连，其古代史曾多次受到大陆“流移之民”的影响。为此，我曾专文论证

鲜＝韩（∠ｋａｍ＝ｋｏｍ熊）本为半岛族群的共同族称。①公元前１１世纪，周武王伐纣灭殷，殷商王族箕

子②率众逃亡到韩（鲜）族散居之地栖身。当时韩族居地尚未与中原王朝建立政治联系。由于箕子是有

名的贤者，到周初大分封时，就把他逃亡栖身之地封给了他。箕子本来是一个逃亡的难民，结果凭藉周

王朝的威势成了一方诸侯，“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只好改事新朝，来中原朝见周天子。通过箕子受册

封，他所在的地区开始与中原王朝建立起参与朝会这样的关系。不过，箕子所统治的只是最接近中原王

朝的那一部分韩族居地（相当与汉代的乐浪郡，即今朝鲜平壤为中心的地区），因而被称为朝鲜，意即“参

与朝会之韩（鲜）”，以区别于其他尚未来中原朝会的韩族（如后来的真番、辰国等）。③

近年韩国学者有以“南满洲和朝鲜半岛一般没有发现什么殷商遗物”④来否定箕子朝鲜的存在，然

而，没有发现并不等于没有。何况所谓箕子朝鲜反映的是文化先进、经济发达的中原统治者向周边地区

册封诸侯建立关系，并不是大规模的征服迁徙从而引起巨大的文化变革。这一点从现今汉民族与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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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间的民族文化差别也可以得到证明。箕子作为殷商难民受封，即使能够被当地民众接受，也不可能带

去多少文物，更大的可能还是“启以商政，疆以周索”甚至是“启以夏政，疆以戎索”①之类的政治联系和

“八条之约”②等文明教化。

将近两年前，我曾做过一项有关“中韩古代友好的政治传统”的研究，在韩国首尔举行的“２０１４年邀

请中国学者的人文学论坛”上发言。后来继续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探讨，最后形成了《从半岛三韩到三国

时代———古代朝鲜半岛的国家认同历程》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亚太研究论丛》第１２辑（２０１６年）

上。这项研究认为：尽管中韩两国古代关系复杂多变，但仍存在着一种友好的政治传统，这就是古代新

罗对中国中原王朝持一贯友好的态度。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认为很可能与古代韩国尤其新罗国家形

成过程中东北亚地域的族群活动与关系变化有关，尤其是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主要论点和依据是：

据史料记载，马韩兴起之前，半岛南部三韩之地曾全部统一于辰韩，共同体名为辰国，③其共主则称

辰王。那么，辰韩、辰国是怎么产生的，又在何时因何被马韩取代的呢？史料有所谓“辰韩耆老自言秦之

亡人，避苦役来适韩国”，④显示辰韩勃兴建立辰国应该与大陆上秦国／秦朝统一活动有关。或者说，正

是大陆上秦国／秦朝兼并扩张及苛法重役造成大量人口流移，推动促进了半岛南部韩地的族群分化和国

家认同。韩地东部的这一部分族群在外来因素的激励下凝聚认同，之所以要自称辰韩，用与“秦”音近的

“辰”作为名称把自己同韩地其他族群区别开来，甚至以“辰”为韩地共同体的国名，有可能就是想仿照秦

朝作为，也在韩地推行统一，甚至建立中央集权国家以应对正在发生剧变的国际时局：半岛北部朝鲜王

子孙“骄虐”，以及随后大陆上的秦统一。

然而我们看到，汉初（约公元前１９４年）被卫满驱逐的朝鲜王准南下据韩地时，当地已经是马韩人主

政的国家即韩国，显然，辰韩在此之前已经被马韩所取代。因此可以认为，半岛南部辰韩主导的三韩共

同体———辰国持续时间很可能与大陆上的秦统一“二世而亡”大致相当。前引《魏略》说“而陈、项起，天

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朝鲜王）准，准乃置之于西方”，也就是说，秦末陈胜起事及随后项羽、

刘邦的楚汉之争又造成了影响半岛社会与政治的难民潮。不过，避地朝鲜的难民并未就此完全安定下

来，史料中说朝鲜王“准乃置之于西方”，显然还有未受安置继续向南流入韩国的。

据史书记载，此后还有几次流移之人大量进入韩地，并且都与辰韩有关。现在看来，史书中说辰韩

“其言语不与马韩同”，显然是由于历史上多有难民进入辰韩之地的缘故；而辰韩“名乐浪人为阿残”，则

因为大陆流民大多都是经由古朝鲜即后来的乐浪郡进入韩地，《三国史记·新罗始祖纪》甚至说辰韩六

部源出“朝鲜遗民”，所以“谓乐浪人本其残余人”。这些与后来兴起于东北内陆的高句丽源流完全不同。

二、日本列岛古代所受难民影响

日本列岛接收难民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来自大陆，一个是来自朝鲜半岛。不言而喻，即使是大陆

难民，也以经半岛前往列岛的情况居多。日本自古就有“渡来人”的传统，有日本学者提出：“根据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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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其北与濊貊接。弁辰在辰韩之南，亦十有二国，其南亦与倭接。凡七十八国，伯济是其一国焉。大者万余户，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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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典》卷１８５《边防》一，“辰韩”条。



者的统计，弥生时代以后从朝鲜半岛来到日本列岛的人数将近１００万人，他们的确担任弥生文化和古坟

文化的主体，文字也至少到飞鸟时代为止是由渡来人所写。现在我们要承认飞鸟时代以前的文化主体

不是日本人（土著）而是渡来人”①。不过，“渡来人”中哪些属于战争或政治难民，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分

析。这里仅举两例：

（一）“骑马民族”与日本成立

日本列岛古代不乏外来文化的影响，例如马具与骑马风习，以至于江上波夫得以提出“骑马民族征

服说”②且一度盛行。当然，考古发现中期古坟与前期古坟间没有断层，使江上波夫的某些说法不能成

立，③但并不能因此否定中期古坟出现那些大陆文化因素的积极作用。我认为，有关日本国家成立和大

和统一，江上波夫从考古文物、记纪④神话和历史背景三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只是把外来人群进入的

作用解释为骑马民族军事征服仍然令人生疑。我注意到，江上波夫想要解决日本统一国家建立的问

题，⑤却没有讨论日本太阳神崇拜及其由来，这明显是其研究的重大缺陷。近年我在从事中国中古历史

研究的过程中，发现东部欧亚（Ｅａｓｔ　Ｅｕｒａｓｉａ）中古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些族群，其崛兴毋须外族入

侵的战争征服，而是经由代表人物的努力，借助外来宗教信仰（大多都受波斯文化影响）建构共同的祖先

神话，选择编织新的历史记忆，以及神话最高首领和贯彻“正道”（实施善法），从而突破既有的政治文化

传统，完成新的族群凝聚，实现新的国家认同。我已经研究过存在这种现象的族群有突厥、吐蕃、回纥、

契丹、蒙古⑥。然而，顺着这一思路追索下去，我发现东部欧亚还有一些族群的历史也存在类似现象的

痕迹，例如嚈哒、柔然、高句丽以及渤海、女真、南诏等；其实，列岛古坟时代中期的日本建国及大和统一

也可以和这些历史现象予以同样认识。⑦

众所周知，日本所谓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裔孙，而天照大神就是太阳神。那么，日本的太阳

神崇拜从何而来呢？江上波夫曾比较夫余、高句丽的建国传说与所谓神武天皇东征的传说，发现有三点

相似：一是离国渡河或渡海，二是有鳖或乘鳖神人相助，三是高句丽始祖“父为天，母为河神女；神武也是

天孙，其母是海神之女”，⑧于是推测建立日本的族群（天神族天孙支）来自朝鲜半岛，其渊源也许在于
“东满和北鲜”即半岛北部甚至东北内陆。⑨ 其实，如果这一联想能够成立，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

日本太阳神崇拜的由来。

据我研究，尽管史书历来以高句丽为“为夫余别种，言语诸事，多与夫余同”，瑏瑠但仔细勘比史料记载

其始祖的内容，还是可以发现一些不同。最重要的变化是夫余始祖为传统的东夷“卵生”传说，高句丽则

在此之外加上了“感日而孕”（“为日所照，引身避之，日影又逐，既而有孕”）的神话；瑏瑡而且高句丽始祖朱

蒙宣称“我是日（之）子”即太阳之子，《好太王碑》中则作“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和“皇天之子”。尽管碑

文没有提到感日而孕的情节，但“天帝之子，母河伯女郎”这样的表述与《魏书·高句丽传》中“我是日子，

河伯外孙”相应一致，可以认为前者即是后者的史料来源。因此，所谓“天帝之子”意即太阳之子，很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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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要宣示其不同于夫余而新接受的“日火崇拜”即波斯或古代伊朗文化世界所传之拜火宗教。

由于同样有把太阳神视为天帝的思想，所以我们也可以推测日本的太阳神崇拜传自高句丽，亦即来

自中古波斯的拜火教。拜火教在这里也可以和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族群一样，起一种催化促进作用，

它使得获取和掌握了外来发达文化的群体凭借改宗而突破传统、发动革命、夺取政权、推广统一。因此，

所谓日本，最初应该就是指倭人中改宗了拜火教的群体———以太阳神崇拜为其勃兴之本。所谓统一，就

是倭人诸国以日本为中心实现的族群凝聚和国家认同，所以统一完成以后，日本就成了统一的倭国大王

（天皇）政权的名称。联想到前述高句丽《好太王碑》中“天帝之子”＝“皇天之子”＝“日（太阳）之子”的表

述，可以认为，天皇一名就来自天帝＋皇天的二位一体，以此宣示他是太阳神下凡或说是其子孙。可见

日本的国名、帝号都与太阳神密切相关，其起始也应该与该国开始崇奉太阳神的时间一致。

那么，日本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宗奉太阳神的呢？专家的研究认为：“征服诸小国，统一倭国的

事业，不是个人所能完成的。这是经历了（倭王）武的祖父辈讚、珍两代倭王才完成的艰巨事业”，①也就

是说主要是在应神和仁德两代天皇时期实现的。② “应神天皇的年代大约处于五王③时代和古坟时代

中期的初期，是实在性很强的人物。”④统一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如江田船山古坟出土的大刀上的铭文所

示，已被地方的王尊称为‘大王’———诸王中最大的王”⑤。所以我认为，日本正是在这时候（四、五世纪

之交）应国家统一的需要，为了进行族群凝聚和强化国家认同而开始其太阳神崇拜的。所谓此前的始祖

神武天皇及其东征活动等等，不过是为了神话应神天皇及其统一活动而编造出来的，⑥正如吐蕃王朝的

松赞干布为了神话自己父祖的统一活动而编造始祖聂赤赞普以及后来止贡赞普的类似业绩一样。⑦

江上波夫把日本的建国过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第一次建国）是从朝鲜半岛移居北九州，主

角是崇神天皇；第二个时期（第二次建国）是从北九州挺进畿内，主角是应神天皇。⑧ 但据研究，“记纪中

的宫廷‘物语’（故事、传说），应神天皇以前神话、传说的色彩很浓，以后则似有一定史实作为依据，因而

可信成分增加”。⑨ 所以，所谓崇神天皇的事迹不能完全指实，瑏瑠应神天皇以前的时期只能是太阳神崇

拜由半岛传入列岛进行传播的时期，还谈不到日本的建国。考虑到这一信仰崇拜来自北方的高句丽这

一情况，可以认为，将太阳神崇拜传入列岛的是来自高句丽而沦落半岛南部的难民群体。瑏瑡

有意思的是，四、五世纪之交正是高句丽历史上最以武功著称的广开土王（即好太王，３７４—４１３）活

跃时期。在执政期间（３９１—４１３），广开土王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对外扩张战争，并屡获胜利，开疆拓土，因

而谥号为广开土王（全称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据现存于中国集安的《好太王碑》记载，此

王在位时期，倭人在半岛的活动主要有：３９１年，倭兵渡海，进攻百济和新罗；３９３年５月，倭兵围攻新罗

金城，与此同时，半岛北部的高句丽与新罗结盟，进攻百济；３９７年，百济与倭结盟，以太子腆支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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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仁安：《倭国王武上表文考》，收入上引《日本史研究序说》，第１７４页。
“据日本学者的比定，倭五王相当于记纪中的以下天皇：济＝允恭，兴＝安康，武＝雄略，对此看法一致；讚＝应神或
仁德或履中，珍＝仁德或反正，各说不一。……尽管倭五王的比定不一，但从倭五王的世系和相应的天皇世系看，五
世纪时已确立了王位世袭制”，见沈仁安《略论倭国大王政权的性质》，收入上引《日本史研究序说》，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并请参坂本赏三等监修《新选日本史图表》，东京：第一学习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３页图版１９。
这里的五王指中国正史记载东晋南朝时期相继遣使来朝的倭五王：赞／讚、珍／弥、济、兴、武。
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第１４３、１４８页。
井上清著，天津市历史研究所译校：《日本历史》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３２—３３页。
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第１４８—５０页。
参拙著《中国中古的族群凝聚》第二章，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４５—４７页。
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第１０６—１０９页。
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第１４３、１４８页。
传说崇神天皇至应神天皇传五世，约３６０多年。
江上波夫：《骑马民族国家》１３４页以下提到五世纪应神天皇时代主要以集体移民方式前往日本的归化人，却没有讨
论他们和日本国家建立的关系，值得研究。



３９９年，倭进攻新罗，“倭人满其国境，溃破城池，以奴客为民”；４００年，高句丽派步骑五万救新罗，倭方撤

兵；４０２年，新罗王欲与倭通好，以勿奈王子未斯欣为人质，但倭仍不断侵扰新罗国境。① 活动这样密

集，倭人很有可能将高句丽战俘和难民带回列岛，其太阳神崇拜于是传播开来，为大和政权中以应神天

皇为首的河内贵族集团所利用②，藉此凝聚群体，建立日本，推行统一。

（二）白江口战后的“归化人”与日本文化

７世纪７０年代，半岛东部的新罗为了一统三韩故地，先是招请唐朝援兵攻灭半岛西部的百济（６６０
年），随后又和唐军联兵在白江口之战消灭了援助百济复国的倭国海军（６６３）。６６８年，为了收复被高句

丽占据的百济故地（所谓“高句丽南境”③），新罗又协同唐军消灭了据有半岛北部的高句丽。④ 高句丽

之灭标志着半岛上统一新罗（６６８—９３５）的成立，这是东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

后来统一新罗的文武王（６６１—６８１）曾对其战略意图有过清楚明确的陈述：“往者新罗隔于两国，北伐西

侵，暂无宁岁，战士曝骨积于原野，身首分于庭界。先王愍百姓之残害，忘千乘之贵重，越海入朝，请兵绛

阙，本欲平定两国，永无战斗，雪累代之深仇，全百姓之残命。百济虽平，高句丽未灭，寡人承克定之遗

业，终已成之先志。今两敌既平，四隅静泰。”⑤

然而，这些战争造成的百济、高句丽难民，有很多流入了日本列岛。白江口战败，倭国扶立的百济王

扶余丰脱逃投奔高句丽，⑥《旧唐书·刘仁轨传》说：“余丰在北，余勇在南，百济、高丽，旧相党援，倭人虽

远，亦相影响”；“扶余勇者，扶余隆之弟也，是时走在倭国，以为扶余丰之应”。《日本书纪》卷２７天智天

皇三年（６６４）三月条记载：“以百济王善光王等居于难波。”很可能就是逃走的百济王子扶余勇及其属下，

避难倭国并为其所利用。⑦ 据该书记载，此后两年倭国还有几次安置百济难民的措施。

白江口海战的惨败，大出倭王为首的贵族集团的意料之外。精神上由信心百倍与唐抗衡的亢奋状

态，一下子堕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加上亡国后逃奔倭国的百济难民推波助澜，就造成了作为战败一方

的倭国的紧张反应。唐朝的一举一动，都使贵族集团感到惊恐，生怕大军压境，危及列岛的安全。据《日

本书纪》记载，６６４年５月，唐朝百济镇将遣郭务悰出使倭国。１２月，郭离开后，倭王便下令在对马岛、壹

岐岛、筑紫国设置防人和烽火台，并在筑紫国造水城。第２年８月，又在筑紫国造大野、基肆两座山城，

以防唐军侵袭。６６７年１１月，唐使司马法聪抵倭。不久，倭国即在对马岛造金田城，甚至在濑户内海沿

岸设置烽火，建屋岛、高安等城。据研究，这些防卫设施很多就是由百济难民设计建造的。⑧ ６６８年唐

朝与新罗共灭高句丽，于是盛传唐朝将出兵倭国，倭方一面派河内鲸出使唐朝探听虚实，一面坚固高安

城等。天智天皇就是在这种惶恐的国际环境下，积忧成疾而去世的。⑨

无论如何，百济王统虽然从此在半岛上断绝了，但在日本列岛却作为“百济王室”流传了下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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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民、刘予苇主编：《日本通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１４页。
沈仁安：《试论倭国统一的主体》，第１４６—１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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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地方，变成高句丽的领土”；其子长寿王又于“４７５年，以三万兵力打退了百济与新罗的联合部队，占领了百济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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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列岛社会文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群体，①甚至在奈良时代出现了很多百济官人。② 作为难民，他们在

日本历史上的作用和东亚地域史上的意义，还值得作更多细致深入的研究。总而言之，“日本古代归化

人作为文化的基础和推进者对大和的发展起了莫大的作用，其中他们的巨大功绩，是把汉文汉字传给了

日本。以汉字表达日本语的训读方法，当然也主要是他们推行的，这一点大和朝廷也有记载。在国家统

治中，为提高文化而发挥的文笔的作用，应当认为是功不可测的。就像粟特人教给突厥人粟特文，创制

突厥文字和乃蛮的塔塔统阿教给蒙古人回鹘文字，以及西藏高僧八思巴为蒙古创制八思巴文字一样，汉

字引入日本有着极大的文化和政治意义。还有，古代日本的归化人还带来了如纺织品、陶瓷、铸铜、冶

铁、土木、建筑、雕刻、绘画等大陆系统的高度技术艺术，以及中国的古典思想、佛教；在大和朝廷的支持

下，把它们移植到日本并使之成熟。这一点，必须看到乃是日本最初的高度文明———后期古坟文化的开

创与普及的伟大动力。他们就是这样，开辟了直接走向灿烂的飞鸟、奈良时代的佛教城市文明的大道，

并为以后一千几百年日本文化传统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③

三、东北内陆的难民潮及其影响———以契丹勃兴为例

前面讨论了古代影响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历史的难民潮。其实东北内陆古代历史也受到难民潮的

很大影响，只是学界过去不太从这样一个视角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这里仅以回鹘汗国崩溃推动契丹

勃兴为例作一试探。

公元８４０年，在漠北蒙古高原立国近百年的回鹘汗国因内部变乱，天灾疫病流行，在同邻部黠戛斯

争斗２０年以后终于被其击溃解体，部众云散星奔，形成了向南、向西逃离漠北的两股难民潮。西迁的回

鹘后来分别成为中国西北裕固族和维吾尔族的先民，学界另有专门研究。④ 本文主要谈南迁回鹘难民

的历史影响。据研究，回鹘南迁按时间先后分为两支：汗国破灭，约在开成五年（８４０）七、八月间，随即就

有特勤嗢没斯（九部）及宰相赤心（五部）等先行率众南下，进抵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梁素海东岸赛胡同一

带）塞外。“又有近可汗牙十三部，以特勤乌介为可汗”，⑤于会昌元年（８４１）二月南下，十一月到达天德

附近。两支难民合计２７部，以每部约万人计，总人数不下２７万；加上自行南下的溃兵散卒，最初流落漠

南的回鹘难民约有３０万人之多。⑥ 几经冲突打击，这些回鹘难民多数都被唐朝政府在沿边各州就地安

置，因俗而治（继续游牧），后来就融入了当地族群；部分战俘则南迁塞内甚至配置江淮。⑦ 造成麻烦且

影响较大的是乌介可汗统领的十三部。⑧

涉及乌介所领回鹘难民去向的主要是《旧唐书·回纥传》中的这一段：“会昌三年（８４３），回鹘尚书仆

固绎到幽州，约以太和公主归幽州，乌介去幽州界８０里下营，其亲信骨肉及摩尼志净等四人已先入振武

军。是夜，河东刘沔率兵奄至乌介营，乌介惊走东北约四百里外，依和解室韦下营，不及将太和公主同

走。丰州刺史石雄兵遇太和公主帐，因迎归国。乌介部众至大中元年（８４７）诣幽州降，留者漂流饿冻，众

十万，所存止三千已下。乌介嫁妹与室韦，托附之。为回鹘相美权者逸隐啜逼诸回鹘杀乌介于金山，以

其弟特勤遏捻为可汗，复有众五千以上，其食用粮羊皆取给于奚王硕舍朗。大中元年春，张仲武大破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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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艾尚连：《回鹘南迁初探》，《民族研究》第４期，第４２—４３页。
参艾尚连：《回鹘南迁初探》，《民族研究》第４期，第４３—４４页。
唐朝处理南迁回鹘难民的政府文件集中见于当时宰相李德裕的《会昌一品集》中，近人岑仲勉又将有关文件专门辑
注为《李德裕〈会昌伐叛集〉编证上》，见《岑仲勉史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３４２—４６１页。



众，其回鹘无所取给，日有耗散。至二年春，唯存名王贵臣五百人已下，依室韦。”有关其中史实，早年王

国维撰《黑车子室韦考》①做过很好的考证。据研究：这里的金山指今辽水（西拉木伦河）及老哈河上游，

亦即大兴安岭山脉南端地区；奚王的居地（牙帐）在今赤峰市南（唐饶乐都督府所在地）；②据《契丹国志》

之说，“七姓室韦”即分布于幽州塞外的黑车子室韦部。③ 而“和解室韦”据考则为黑车子室韦即七姓室

韦之一部。④ 这样看来，这支由可汗带领包括“名王贵臣五百人”的难民队伍主要流亡散落在后来的契

丹勃兴之地———所谓平地松林一带。⑤

《辽史·地理志》一，上京道“永州”条记载有关契丹始祖的“青牛白马”传说：“相传有神人乘白马，自

马盂山浮土河（今老哈河）而东，有天女驾青牛车由平地松林泛潢河（西拉木伦河）而下。至木叶山，二水

合流，相遇为配偶，生八子。其后族属渐盛，分为八部。每行军及春秋时祭，必用白马青牛，示不忘本

云。”我曾经撰文考证上述传说并非就是原本，而很可能是在阿保机时代与回鹘摩尼教文化进行了整合

的结果。⑥ 现在看来，这一传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契丹勃兴的地理、历史背景，即作为母系的回鹘

人（述律氏／萧氏）自平地松林由西向东移徙，同时作为父系的契丹人（迭剌／铁勒部的耶律氏）自马盂山
（努鲁尔虎山西端）由南向北发展。双方相遇结合，为契丹勃兴带来了契机。上述回鹘难民群在可汗死

后于８４８年左右溃散，而耶律阿保机取代契丹遥辇氏称汗是在９０７年，双方结合产生新的共同体的过程

不到六十年。如果考虑到耶律阿保机８７２年才出生这一情况，契丹勃兴过程显然更为短促。

我认为，九世纪中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汗国崩溃，大批回鹘难民进入契丹社会，给契丹族群注入

了新鲜血液；回鹘所奉摩尼教的传入，则为契丹传统社会的飞跃与变革提供了新的精神武器。耶律阿保

机即以结亲取得回鹘人（很可能把持着商业）的支持，并藉其摩尼教神话自己，从而得以突破传统，进行

革命，建立国家，实行帝制，改写了契丹人的历史———建立辽朝政权的哈喇契丹实际是以耶律氏为代表

的契丹人和以述律氏为代表的回鹘人以摩尼教为工具认同凝聚的新的政治共同体。宗教及文化交流往

往与商业活动同时进行。⑦ 唐代后期，回鹘人（包括认同回鹘汗国的粟特人即昭武九姓胡）实际上已经

大量从事商业经营活动。⑧ 汗国崩溃以后，回鹘人并没有马上融入变成游牧的契丹人，他们在相当一段

时期还作为不同的群体存在并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因此，回鹘商业文化对契丹社会发生飞跃变革的影

响也值得专门研究。传统的说法认为契丹是农牧二元社会，然而，二元之间有赖商业联系，因而很可能

是农、牧、商三元社会，即相当一段时期的汉人及渤海农业、契丹牧业、回鹘商业⑨三足鼎立。诚如是，基

于“二元社会”说的一些理论如“征服王朝论”等就有必要重新探讨。

从东北亚地域史的角度看，契丹国家建立最重要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把中国的东北、华北整合到了

同一个政治实体之内，瑏瑠从而改变了东北族群的空间发展方向，开始了北狄诸族相继入主中原、进而融

入中原社会的千年历史进程：契丹走出草原东向发展，在拉动改变东北族群空间发展方向的同时，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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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草原上留下了政治空档；继起的由女真建立的金朝在草原上修界濠，基本上就是以大兴安岭为

界，①这就给欧亚草原上最东边的游牧民族———唐代北狄之一的室韦、后世的蒙古提供了崛兴的历史契

机。蒙古是第一个统一了全中国的少数民族，它在东北把中原文明一直引到了黑龙江下游入海口附近

的奴儿干地方，明朝继之。② 于是，唐以后中国古代政治史千年演进的最后一幕———满族登上历史舞台

的时机就成熟了。

结　语

以上从难民视角考察东北亚地域古代历史涉及公元前１１世纪至公元１０世纪约两千年时长。通过

这一特定视角的历史考察，目前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１．难民问题或难民潮主要表现为逃避战乱的人口跨境流移寻求生存和由此而来的种族文化关系

冲突调整，因而基本上发生在同一地域的不同地区和族群之间，当前东地中海的西亚、中东和欧洲间的

难民潮是如此，古代东北亚地域大陆、半岛和列岛乃至蒙古高原和东北内陆间的难民流移也是如此。

２．难民问题和难民潮都是由于战争动乱产生的。不过，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与历

史演进的关系时指出：“暴力、战争、掠夺、抢劫等等被看作是历史的动力……古老文明被蛮族破坏，接着

就重新形成另一种社会结构（罗马人和野蛮人，封建主义和高卢人，东罗马帝国和土耳其人）。对野蛮的

征服者民族说来，正如以上所指出的，战争本身还是一种经常的交往形式。”③除了蛮族征服外，马、恩还

提到了殖民活动的情况。我认为，本文研究的这些古代东北亚地域难民潮也可作如是观，也起到了文明

文化交流推动历史演进的作用。

３．然而我们知道，历史上发生战争造成难民潮的情况很多，产生重大积极影响的却较少；而且本文

研究的这些难民潮都是单向流动，明显是由文明文化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这应该是这些难民潮

起到积极社会作用的重要原因。这与当前西亚中东流向欧洲的难民潮情况有很大不同，值得注意。

４．本文的研究也有助于正确了解东北亚地域历史和本地域各地区、各族群、各国关系史，摆脱神话

传说和错误观点（三韩＝三国、骑马民族征服等）的影响，深入开展人文交流，促进理解和包容。从本文

的视角看来，东北亚地域的文明文化共性（如“汉字文化圈”）是经由长久历史形成的，值得本地域各族各

国倍加珍惜。因为共处同一地域，历史、地理、文化关系特别密切，地域内各种利益相关，更要慎重处理

相互关系，尽可能和合共存、和衷共济、相互尊重、平等互利，以维护本地域各国的共同利益，正确应对文

明冲突和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各种挑战。

（责任编辑：董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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